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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者的社会流动瓶颈〔∗〕

———教育差异与自我淘汰

○ 徐水晶
(南京邮电大学　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贫困者一般被归因为心智低下或者生性懒惰,不具备“延迟满足”能力而

被社会予以谴责,事实上,贫困是多层级因素造成的结果.从教育的角度看,贫困者家

庭大多处于低教育水平、低教育期望以及低成就期望的状况,贫困家庭在教育选择上的

自我淘汰,有其教育回报不足的理性和文化资本缺乏的无奈.政府当前的扶贫政策应

该通过有效政策激励贫困家庭积极接受教育,提升其抗逆力和竞争力从而改善生活,也

有必要采取措施消除部分教育制度导致的不公平现象.
〔关键词〕贫困;社会流动;教育期望

“对那些处于贫困阶段的人而言,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观愿望比客观机会还要

小.”〔１〕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和帕斯隆在他们的研究中如此强调.处于社

会底层的人们,由于社会环境以及自我认知的限制,对自身及其子女通过教育改

变命运的期望普遍较小.

一、对贫困者的谴责与辩护

(一)社会对低学历贫困者的谴责

贫困是当代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存在的现象,消除和缓解贫困是各国经济

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因为贫困不仅带给个人和家庭生活困难,并且

也是造成许多社会发展和政治问题的根源.当今社会大众对于低学历的贫困者

普遍抱有轻视和谴责的态度,因为教育已被塑造成一种社会淘汰制度,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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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出的才智勤奋对获得良好职业相当重要.既然法律保障了教育机会人人均

等,那么人们理应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没有努力考上大学从而获得良好的生活只

能责怪自己.因此,大部分低学历的穷人处于社会底层被归因为心智低下、生性

懒惰、目光短浅.例如,美国社会学家费金调研时发现,超过５０％的被访者认为

穷人贫困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够节俭”“不够努力”“缺乏能力”.〔２〕赫恩斯

坦和默里在研究家庭对儿童智力发展的影响时也发现,穷人在心智能力测试中

的得分偏低.〔３〕众多社会学家研究总结了贫困者的许多特征:强烈的边缘感、无
助感、依赖感、自卑感,自我意识较弱、缺乏冲动克制、耽于现状而缺乏延迟满足

(delaygratification)和规划未来的能力、宿命感、强调男性至上等等.
早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穷人、罪犯以及相当一部分社会底层的人,不

是生理低能,就是性格低劣,这些明显的缺陷是造成贫困和犯罪的主要原因.在

１９９４年,查尔斯  默里和理查德  赫恩斯坦合著的«钟形曲线»(TheBell
Curve)中直白地论述了穷人由于生物原因(例如低于平均智商值的低心智能力)
而处于社会底层.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和威廉格雷厄姆论述:穷人

之所以处于社会底层,是因为他们不适合在竞争中生存,相反富人和掌权者位于

社会顶层是因为他们是“适者”.任何试图通过一系列措施帮助“不适者”去生

存、繁衍的行为都会削弱社会.〔４〕

社会功能主义理论对社会分层的辩护与以上的论证类似,他们认为:社会中

长期存在的地位差别、收入差别、权力差别等各种差别具有合理性,对于不同品

质、不同能力、不同责任、不同劳动的人给予不同的报酬和地位可以促进人际之

间的竞争,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这种不均等的资源配置,用以刺激人们的动

力,使得社会运行更有效率.〔５〕因此,穷人的贫困状况和低下阶层其实是社会竞

争后被淘汰的自然结果.
(二)为贫困者的辩护

社会学中对贫困的研究分为四个流派:１．功能主义的贫困观:贫困是社会功

能需要,贫困者由于其天赋较低或不愿意接受较高的教育培训而处于报酬较低

的职位,贫困是其付出的代价.２．冲突学派的贫困观:社会不平等和贫困现象是

社会中各个群体之间在利益分配和争夺过程中产生的结果.贫困群体在经济领

域、技术生产要素和政治领域都缺少资源,他们缺乏合法合适的渠道去为自身利

益抗争,因此,部分个体以非法的行动反抗社会,进一步强化社会对穷人的偏见

和压制.解决贫困问题不能只提供救济方式,重要的是调整不合理的权力结构

以及资源机会等分配方式.３．贫困文化理论:刘易斯(Lews)从社会文化的角度

研究贫困现象,他认为穷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脱离了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个
人、家庭乃至社区都具有独特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并且这种贫困文化会经由贫困

群体交往而加强从而世代传递.脱贫行动需要通过增加社会文化整合行动消除

贫困文化的社会基础.４．贫困情境理论:穷人的观念行为与主流文化的差异并

不是由贫困亚文化造成,而是由于穷人所面临的现实处境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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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贫困理论流派的不同论述可以看出,导致贫困的世代传递不仅有贫困者

自身的生理因素,更多地应该关注文化和社会结构两方面,更多地从贫困者及其

家庭所面临的制度化的社会不平等格局出发,更多地关注穷人子女在早期发展、
教育和就业等方面的劣势.

哈佛大学斯蒂芬简古尔德说的很明确:“他们欺骗了所有人”.齐美儿

以及甘斯也分别指出,将贫困归咎于穷人的“道德品质”,认为穷人懒惰、浪费时

间金钱、缺乏自制力、缺乏延迟满足能力这种观点,是非贫困者的辩护,通过轻视

穷人而获得良好的自我感觉.〔６〕而皮文和克劳沃德进一步指出,当穷人在某种程

度上相信这一说法时,这种“谴责受害者”的视角就可以成为控制受害者的一种方

法,因为责怪自身的穷人不大可能扰乱社会或是提出改善生活条件的要求.〔７〕

有研究发现,贫困儿童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会阻碍才智发展,营养

缺乏会导致幼儿期大脑发育迟缓;父母吸食毒品、酗酒会对儿童形成不良示范和

影响;贫困家庭的儿童在成长期中智力和行为规范上普遍缺乏引导.塔夫斯大

学(TuftsUniversity)饥饿、贫困与营养政策中心对１０２３名小学生进行调研,发
现贫困儿童由于饥饿引发的贫血和缺铁使得他们的智力发育平均比其他儿童低

了２５％.饥饿的儿童在学校提供其早餐后考试分数(特别是数学成绩)显著提

高.〔８〕另一研究同样发现,社会特征相同的１０岁儿童在其分化为贫困环境中成

长和富裕环境中成长后,便有了相当不同的中学辍学率.贫困环境中成长的儿

童更可能在以后的生活中成为一个穷人.〔９〕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对贫困的鉴定不能简单地只考虑拥有的物质数量,
穷人不单单是经济脆弱的问题(收入低且不固定),还包括心理伤害(丧失工作动

力、成就动机、自信等)、技能生疏、疾病增加、家庭关系和社交生活遭到破坏及社

会排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贫困者的选择性脆弱,例如没有受过教育也不具备

专门技能的工人比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脆弱,因为他们的工作选择更少.因此,
仅仅关注经济脆弱性还不够,还需从能力、选择权和自由的角度来看待贫困者的

脆弱性.与贫困者不一样,生活富裕者也可能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但拥有的资

源却有助于降低个人的脆弱性,使其在逆境中更好地保护自己.

二、贫困者的社会流动瓶颈:低教育水平及自我淘汰

人力资本理论对贫困的解释为:造成贫困的主要根源之一是穷人在人力资

本投资方面的不足.从家庭的角度看,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投资不足是导致下一

代继续贫困的原因之一;从社会的角度看,对穷人人力资本的公共投资不足是贫

困问题难以解决的根源之一.
在开放的社会体系中,教育充当了社会流动的控制阀,制度化的学校教育已

经成为人们通往职业道路的一块重要垫脚石.〔１０〕是否愿意接受进一步教育,是
否为了接受进一步教育而努力,看起来是个人的自主选择,但是,选择也会因能

力而异,个人的能力(包括意识或潜意识认为自己能做到的事情,或对自己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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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位)对个人的选择和判断形成影响.真实存在的威胁和感受到的威胁都会

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贫困者以及家庭对教育、职业和收入的期待都相对较低.
教育进步论者认为教育是实现公平和自由的利器,“失败者”们的淘汰应该

归结为例如懒惰、愚笨的个人秉性.但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早在调研中发

现,贫困家庭的子女在教育期待上存在“自我淘汰”现象,他们估计到通过学校教

育获得良好职业以及升迁的机会渺茫后不得已做出放弃的选择.威利斯在他的

著作«学做工»中论述了社会阶层可以在教育过程中传递:工人阶级的子女漠视

和反抗学校文化最后成为工人,中层阶级的子女通过接受良好教育再次跻身中

产阶级.因此,联合国呼吁对贫困的关注从“收入贫困”扩展到“人文贫困”“能力

贫困”“选择贫困”等,扩展到对贫困群体的封闭性、边缘化倾向的关注.
(一)农民作为贫困群体的低教育状况

大学文凭是获得高层次职业的敲门砖,而高层次职业意味着高收入、高声

望、优良的社会资源分配.在高举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化进程中,占多

数的农家子弟沿着父辈的道路进入城市、进入工厂,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该过

程具有典型意义的“底层再生产”———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变,从居于农村的“底
层”流动到城市中的“底层”.不可否认,成为城市农民工可以提高其生活水平,
但是,该种类型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广泛分摊效应,城市的发

展离不开任劳任怨的底层工人;其次凸显了长久以来农村经济的薄弱、农民生活

的艰难.这种横向社会流动表现出明显的“代际传承”,职业的转变并没有伴随

社会层级的提高,仍旧是典型的社会底层.〔１１〕

城乡之间的受教育程度差异一直受到普遍的社会关注,表１的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其中有效样本４５万,研究对象年龄分布为１８－
５９岁,来自３１个省市自治区.〔１２〕表格中的全国状况是研究的一个对比数据,其
中显示农业户籍人口是小学学历的比率是非农户籍比率的８倍,而与之相反,非
农户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率是农业户籍的５５倍! 在城镇居民中,本地非农户

籍的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是农业户籍居民的１７倍,而外来非农户籍的居民

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是农民比率的１８倍.
表１　户籍与教育分布(％)

资料来源:谢桂华:«中国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回报与社会融合»,«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
年第４期,第１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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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２０１０ 年高中毛入学率为 ８６．０％,但其中普通高中招生比重仅为

５４．９４％,其余４５．０６％则为接受中专、技校、职业高中等职业教育,这意味着在初

中升高中时,众多家庭就进行了社会分层的一项“预演”.〔１３〕城市家庭的子女接

受普通高中教育的几率是农村家庭子女的１．９倍.〔１４〕众多的农民子弟读完初中

后直接流动进城市成为农民工,或者选择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学门技术”进入工

厂工作,从而基本就继续停留在社会底层.〔１５〕

中国农村地区的学校,一类是寄宿制学校,２００１年实施撤点并校后,农村建

立了很多寄宿制学校,相当多的西部地区的农村寄宿制生活和学习是非常枯燥

和沉闷的,学生有严重的厌学情绪和营养不良.另一类是农村的小规模学校,在
乡镇以下有很多村小教学点,因为太偏僻,离最近的中心学校还有很多路程,尤
其是山区、草原和牧区等地广人稀的地方.学生规模很小,一般只有１２０人左

右,３、５人也有.由于学校规模太小,没有投资和规模效应,所以政府很难进行

硬件维修和改善,也难以配备教师,学科的齐全、教师的配备都有问题.根据

２０１０年教学统计,乡镇以下的村小教学点,全国还有６万多所.这些学校集中

的是农村底部最弱势的家庭和人群,他们没有能力进城上学,进镇上学.〔１６〕由此

可见,这部分群体的子女考上大学进行社会流动的几率也相当小.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和农民工子女当然可以选择通过教育实现向中上层社

会流动,媒体宣传中经常有逆袭社会的案例.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改变个人的经

济—社会地位,这一点在所有国家实证研究中都得到了验证.〔１７〕但是,农民或农

民工及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较低,也意味着他们通过高等教育改变社会

地位从而改善生活条件的几率相当低.威利斯早在１９７０年左右就开始观察底

层的少年,发现在他们成年之际,站在人生的分叉路上时,“做工”成为他们中大

多数人的选择.〔１８〕无论是在当代西方还是中国社会,以农民和劳工为主体的底

层群体的社会地位再生产和固化,都构成了主导性的社会流动方式.〔１９〕

在教育机会日益平等化的背后,是教育质量的分流:优势群体的子女更易进

入名牌大学和科研院所深造,而底层群体的子女则更倾向以非学院式的技能教

育为学业终点.就像人们对贫困的看法存在很多矛盾一样,更多人认为不能上大

学,学生自身不够努力是问题的一方面,教育体系乃至社会体系也同样值得检讨.
(二)贫困者的教育期望差异与自我淘汰

人的认知来源于客观,因此客观的社会环境以及分层机制必然会影响个人

的主观意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们的阶级

地位是其阶级意识的决定因素.很大程度上,人们的自尊、抱负和期望是由他们

在社会中相对于其他人的位置塑造的.
贫困家庭的教育机会获得存在客观上的障碍,如受到国家教育分流机制、城

乡二元壁垒、地区经济差异、文化传统和习俗、社区环境及邻里关系、家庭资源匮

乏,以及其他各种政策法规的不合理性的限制.但是,贫困家庭在主观愿望上的

“教育放弃”以及“自证预言”是影响其教育获得的关键因素,前者指对获得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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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期望过低而放弃努力,后者指对学业成就期望过低然后导致现实中的学业平

庸.父母和子女对教育获得和学业成就的过低预期相互影响,最终导致过低的

期望与平庸的现实趋于一致.期望是文化生产理论的核心概念,教育期望与学

业成就互相强化,不仅反映学生对自身能力的判断与信心,也能加强学习成就和

职业成就的获得.因为主观的自我认知、学习态度、学习动力、学习策略会直接

影响客观的学习成绩,而学习成绩是进一步获得教育机会的核心指标.
瑞士学者贝尔奴提出了“制造理论”这个激进的观点,他认为学业失败是在

教育机构组织教学的过程中诞生的,学校建构了学业成败的标准,并专断地以这

种标准区分出学生的水平和能力,给差异性的学生贴上了一致的“外在成就标

记”,而被认定为学业成就低的学生,其真实能力与教育期望也将越来越低.〔２０〕

中国社科院的陈旭峰博士在２０１２年进行“农村教育发展研究”调研统计分

析后发现,个人年收入在０．５－２万元的农民比在０．５万元以下的农民对子女教

育期望高１．３５１倍,２万元以上个人年收入的农民比０．５万元以下的农民对子女

教育期望高２．５０２倍,农民个人年收入越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同时,缴纳

保险的农民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要高于没有缴纳保险的农民.遇困难先向“弱关

系”求助的农民对子女教育期望要高于遇困难先向“强关系”求助的农民.拥有

书籍较多的农民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要高于拥有书籍很少的农民.〔２１〕由此,再次

证实了相当一部分贫困者的教育放弃并非是能力低下以及个性懒惰,而是贫困

文化导致对自身以及子女的教育期望脆弱.
教育的不公正现象不仅仅指客观条件上的教育机会获得、教育资源分配等

差别,个体乃至家庭在教育认知、教育期待、成就期望上的主观差别也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关键点,各个阶层存在环境差异和文化差异,尤其是文化差异主导着其

对教育的认知,教育选择还是教育放弃内生于各个阶层对教育的不同的认知.
因此,威利斯才发现,在面临“升学”与“做工”的抉择时,底层的家庭往往选择了

“不愿升学”而选择“做工”,而在教育成就上进行了自我淘汰.

三、贫困者“自我淘汰”中的理性与无奈

“延迟满足”能力是指人们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克制立即获利的欲望,放弃

眼前暂时的诱惑.最常见的案例是接受教育,人们在接受本科、硕士、博士教育

时,付出了时间、精力和金钱成本,为了获得更好的职业和将来更大的成就,人们

选择延迟立即就业带来的金钱和成就等满足.贫困家庭的子女常常选择及时就

业,被诟病为目光短浅,缺乏延迟满足的能力.然而,事实是贫困者会对现实进

行判断,当发现延迟满足并不能带来期望的回报时,他们会选择理性放弃.德拉

费佛在解释“延迟满足”概念的同时增加了“期望”与“容忍”两个互动的概念.
他认为贫困者由于长期处于贫困的环境而主动降低自身期望,现实教会他们容

忍低于首选行为的做法.〔２２〕以教育期望为例,贫困阶层的价值体系观点认为现

实中(在贫困的环境下)获取大学教育机会渺茫,因此,他们能够容忍并且接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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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结果,转而为了低一些的目标如读完高中或职业学校而努力.
贫困者的主观能动性与“自我放弃”策略都解释了“为何不愿升学”的问题.

如学者周潇所论述:农民家庭子女教育机会的丧失不仅是教育竞争的淘汰后果,
有时也是农民家庭“理性决策”后的主动放弃.〔２３〕一方面教育收入回报率不稳

定,而同时,经济发达的城市中体力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延期满足的长期前景

渺茫,但是“做工”的短期回报诱人,贫困者的“自我淘汰”是一种对现实衡量后的

理性选择.据表２可以看出,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和农民工的工资均呈现

上升趋势,但是农民工的工资上升幅度较大,而大学生起薪相对缓慢,最终两者

趋近,相差无几.很多弱势阶层家庭的家长考虑大学教育的成本上升和大学毕

业后就业收入的降低,便放弃让子女进一步接受教育.〔２４〕而残酷的现实显示,首
先,虽然连续几年来农民工的工资在上升,但是,近两年已经开始显示农民工的

饱和状态,加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必然是一大批低学历的工人失业.其次,接受

过高等教育的就业人员的工资的增长率和工作稳定性会远远大于农民工.
表２　大学毕业生月起薪与农民工工资比对表〔２５〕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可以提高劳动力的

生产率从而提高个人的收入.教育的收入回报率,指每增加一年或者一个阶段

的教育带来收入提高的百分比.教育回报率影响家庭和个人的教育投资决策.
预期的工资水平对贫困家庭选择继续接受教育还是直接就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素.调查研究发现,教育回报率的地区差异巨大,农民工的总体教育回报率呈

现降低趋势.罗忠勇利用２００８年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数据估计的教育回报率为

４．４％;张世伟等利用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的数据计算出吉林省农民工的教育回报率为

４．５５％ ;张泓骏、施晓霞利用１９９９年农业部在河北、陕西、安徽、湖南、四川、浙
江六个省农村地区的住户调查数据,估计得到外出打工人口的教育回报为

５．３６％;戎建利用２００４年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的来自２２
个省份的农村调查数据,得到迁移者的教育回报率为４．７７％;多数的研究结果表

明,农民工的教育回报率低于城镇职工.〔２６〕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莊亦琦使用２００８年“中国与印尼农民工调

查”(Rural－UrbanMigrationinChinaandIndonesia,RUMICI)中的中国农民

工与城镇居民资料数据,其中包括了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安徽、河南、湖北、重
庆以及四川,农民工样本８４４６个,城镇居民样本１４６８３个,样本总量２３１２９个.
探讨了中国城镇劳动市场中,城镇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薪资差异和可能的歧视.
实证结果表明,两大群体的薪资差异中,只有３０％－３４％是可经由禀赋因素差

异所解释,有６６％－７０％为未能解释部分,即存在可能的歧视现象.农民工作

为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在就业、薪酬等方面遭受的差异性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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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损害了劳动力市场的效率,更会带来所得分配不均的社会问题.虽然农村

居民的平均收入持续增加,但与城镇居民之间平均收入的差距却在逐年扩

大.〔２７〕

威利斯在他的著作«学做工»中细致地描述了工人阶级的子女“反学校文化”
(counter－schoolculture)的现象,这是一种放弃通过教育进行社会流动的“自
我淘汰”(self－disqualification),表象上看是一种自愿从事体力劳动的意愿,但
是,威利斯在解释“为何他们(工人阶级子女)自己要那样”时认为是一种“文化生

产”(cultureproduction).〔２８〕父母不仅传递给子女生理特征,各种社会特征如学

业成就、事业成就、社会地位等都会在日常的生活和沟通中代际传递下去.

四、对贫困者的教育救助

对贫困者的帮助不能是政治强制,低保并不能真正改善贫困家庭的境遇;也
不能是道德强制,慈善捐赠只能起到社会再分配的补充作用.真正的脱贫应该

关注能够有效撬动贫苦家庭穷困命运的支点:教育、医疗、就业培训等.最有效

的脱贫是帮助贫困者养成具有摆脱贫穷的智力和判断力.
很多人由于贫困而不能享受教育带来的利益,花费时间、精力、金钱接受教

育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但是,当他们变得比较富裕之后,他们会对

比环境,比较自身竞争劣势,而越来越重视让子女接受尽可能多的教育,提高子

女将来的就业竞争力.因此,贫困者对教育的放弃,其实是一种无奈的权宜之

计.“公共政策应该帮助贫困的人们,而非贫困地区.市政府的职责不是为根本

无法弥补成本的建筑或铁路项目提供资金,而是关爱居民.一个能够为这座城

市提供更好的教育以便他们能够在地球的另一端找到机会的市长是成功

的.”〔２９〕政府除了应该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贫困群体的教育投入以外,还应该

帮助贫困家庭提高其文化资本,加强自身的抗逆力,有利于其后代的社会流动.
(一)提供交流的便利———扩大贫困家庭的互动沟通

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并不能直接提高子女的学业成就,但是通过

亲子沟通、家长与学校的沟通、家长之间的沟通,以及家长与社会机构之间的沟

通,各种资本力量可以渗透到学生学习和成长环境中.例如父母对教育的态度、
对专业知识和文化素养的认可、对学习资料和学习活动的投入都会影响子女对

学校教育和学业表现的信念;同时,父母因人力和文化资本的不同所表现出的沟

通能力、沟通质量、沟通角色的差异等都会影响儿童对学习和教育的兴趣和看

法,而直接与学业有关的亲子沟通则更是直接体现父母文化资本的作用.〔３０〕

首先,政府应该在贫困的农村和社区资助和鼓励开展亲子沟通培训项目以

及社区干预和支持项目,弥补弱势家庭的父母在各种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本上的

缺陷,提高其对子女学业正确的关注度,帮助其营造重视教育的家庭环境;并且

提高贫困家庭的亲子沟通技巧,让父母具有有效激励子女提高学业成就的认知.
国外的经验是,在许多公共图书馆、社区、学校等场所免费定期开设针对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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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程度低、收入低等)的亲子沟通干预项目.
其次,鼓励增加家庭和学校之间的沟通,实施定期“家长日”或“家庭教育座

谈会”,学校和家长及时沟通学生的学业及思想动态,同时增强家长间的交流.
尤其对于贫困家庭或者留守儿童家庭,学校可以实行“家校联系本”、定期家访及

电话访问等有助于弱势家庭建立良好沟通的制度,帮助其子女建立良好的安心

学习的心理境况,弥补贫困家庭子女的文化资本缺陷.
(二)帮助提升能力———增强贫困家庭的抗逆力

贫困家庭原本就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在遇到挫折和困难时个体更容易

产生不良心态,如自卑、敏感、抑郁、焦虑、嫉妒、目光短浅等,阻碍了个体尤其是

子女的人生发展道路,因此,提升贫困家庭的抗逆力尤为重要.抗逆力在心理学

研究中指个体在逆境中克服困难,展示积极适应结果的能力.具体来讲,抗逆力

是个体在面临或身处危险情境之下,凭借个人天生或学习而来的特质或能力,经
过与家庭、学校、社会等资源互动的历程,而发展出正向的解决危机的策略,并良

好适应于危机情境之中,是一种不断发展的能力.
对于公共政策来说,提高贫困家庭的抗逆力,一方面是实行更好的社会和经

济政策,提升个体和家庭的核心能力,从而增强其在遇到困境时的行动能力,以
及其对生活做出长远打算的判断能力.同时,完善并规范法律,对贫困群体提供

权利保护措施,减少社会或其他人为的障碍.政府应该进一步在农村和城乡结

合部等弱势群体集中的地区,鼓励学校及社区经常性提供相关的措施,也可提供

相关的电视节目进行宣传.
(三)进行政策改革———消除教育制度导致的教育不公

众所周知,宏观教育政策和就业制度对代际传递的影响更为重大.例如改

善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平衡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
破解主次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等.尤其是改善高考中的弊端,例如高考政策

的程序不足、选拔过程不透明、招生主体范围不合理等因素,防止社会优势群体

利用社会资本的运作占有更多更好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进而对社会弱势群体

实施教育排斥.
消除贫困是一个需要政治制度和经济变革的复杂过程.任何社会都需要保

持“精英循环流动”与“社会再生产”共存的局面,以此维持社会团结和稳定.向

底层贫困家庭普及教育的意义,从而让他们对美好生活有更好的预期,以缓解社

会结构张力.教育是社会冲突的减压阀,教育公平首先应该关注和改善社会中

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群.更为关键的是,社会应该从学历主义转向能力主义,使
得那些即使没有高学历的人也可以受到尊敬和劳动致富.社会应该形成除学历

以外更多的能力衡量指标,从而可以化解高考这座“独木桥”,也可以挑战当今僵

化的教育模式,破除不公正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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